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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王朝在运行的过程中经常会采用贬黜的方式来惩戒官员，以此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由于宋代亳

州地区贬官群体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素养普遍较高，互相之间的血缘、政治联系也较为紧密，再加上被贬原

因集中于政治因素、被贬前后的政治命运以及亳州特殊的地缘位置等要素，构成了特殊的亳州贬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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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often used the way of demotion to punish of-
ficials, so as to achieve different political purposes. Because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Bozhou area 
in the Song Dynasty generally had high 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their blood 
and political ties were relatively close. In addition, the reasons for being demoted focused on po-
litical factors, the political fate before and after being demoted, and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
tion of Bozhou, formed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demoting officials in Bozhou. 

 
Keywords 
Song Dynasty, Bozhou, Demoted Officia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69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698
http://www.hanspub.org


王越 
 

 

DOI: 10.12677/ass.2022.1112698 5122 社会科学前沿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目前学界尚未有对宋代亳州地区贬官现象的研究，因为在传统的宋代贬官研究中，亳州地区不具备

典型性。一是隋唐以降亳州没有作为贬黜地的传统；二是宋代的亳州并非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地区，距

开封仅三百余里。在考察宋代亳州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仅有李之亮在《北宋亳州守臣题名新编》中

谈到厘清亳州守臣的选任和去就，对研究宋代历史有一定意义，可惜也未展开。 
根据正史、文集、碑文等相关资料显示，有宋一代，有姓名可考的亳州地区官员共 176 任，其中知

州 107 任、通判 17 任、别驾 1 任、司马 1 任、判司 7 任、判官 9 任、推官 9 任、知县 11 任、主簿 8 任、

县尉 3 任、县丞 1 任。其中共有 47 任的官员是被贬至亳州地区为官，占总数的 26.7%。并且在作为亳州

最高行政长官的亳州知州任上的 107 任中，被贬至亳州知州的有 43 任之多，占总数的 40.18%，可见贬

官群体是亳州地区官员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天时地利人和：亳州地区作为特殊贬官地的三维考察 

2.1. 天时：隋唐以降中央对亳州地区官员派遣的梳理 

亳州，简称亳，古称“谯城”，自秦时置谯县以来，历经朝代更迭，大都系州、郡或县建制，隋大

业三年，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四年，谯郡更名为亳州，下辖八县。宋时，亳州属淮南路，宋真宗大中

祥符七年建亳州为集庆军，置节度使，统七县。从横向地理位置上看，毫州在京师开封东南，居于颍州

与应天府中间，处于以开封为圆心的政治核心圈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毫州的地方官选任就往往在朝

廷重点考虑范畴内。在并非遭受贬黜而上任的 64 任亳州知州中，除 14 任未记载知亳州的原因外，在明

确知晓前后履历的 50 任亳州知州中，有 13 任是战争年代以军功委以大任的武官、13 任是以京官补外、

另有 4 任是以皇帝宠臣和推恩、特恩除职的方式得知亳州的，占总数的 60%以上。可见宋代君主对亳州

地区官员选任的重视。 
从纵向的贬官地缘选择来看，隋唐以来，亳州地区的贬官本就不多。尚永亮在《唐五代贬官之时空

分布的定量分析》中指出，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地区是唐代流贬官的主要地区。故而接近政治中心的亳

州地区不是常规的贬官所。据史料所载，隋代亳州地区历官 18 任，其中刺史 13 任、别驾 1 任、长史 1
任、司马 1 任、县令 2 任，无一人为贬斥而任；唐代亳州地区历官 241 任，其中刺史 97 任、别驾 5 任、

长史 9 任、司马 13 任、团练副使 1 任、录事参军 8 任、参军事 7 任、判司 29 任、判官 3 任、推官 1 任、

县令 28 任、县丞 9 任、主簿 8 任、县尉 22 任，其中仅 4 任官是被贬而来的；五代时期亳州地区历官 40
任，其中刺史、团练使、防御使 33 任、团练副使 2 任、判官 1 任、推官 2 任、县令 1 任、主播 1 任，其

中仅 3 任是遭受贬官而来的。虽然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隋唐五代亳州地区历任官员的流转缘由大都不

详，但也能看出，隋唐以来，亳州地区并非一个常规的贬官选择地区。 

2.2. 地利：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符合作为贬黜地的合理条件 

亳州地区从地理条件上来看，确实符合名义上作为贬黜地的恶劣环境。亳州地区地势西北高而东南

低，受河流蜿蜒切割变迁和黄河历次南泛的影响，形成平原中岗、坡、碟形洼地相间分布，具有“大平

小不平”的地貌特征，属于淮河水系范畴内。自唐至宋，经历多次自然灾异，根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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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亳州地区除了受到蔓延各道、路的“蝗灾”“旱灾”等，还经历过多次局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如唐代

时开元十十六年受旱灾、天宝四年受水灾、大和三年“大水、害稼”，等。到了宋代，亳州更是多次受

到黄河决口的影响，不仅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劣，以致滋生盗贼。如北宋名臣包拯就曾上奏折言亳州“盗

贼充斥、所在窃发，州县不时擒捕，颇甚凶猛”，并且地方上处理不力，“上下蒙蔽，不以实闻。必恐

稔成大患，为朝廷深忧，不可不速行处置也”[1]。由此可见，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来看，亳州地区是

相对恶劣的，作为贬官场所也有其合理之处。 

2.3. 人和：宋代亳州地区历任官员之间关系紧密 

亳州地区的历任官员，包括正常转迁而来的和被贬而来的官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任亳州

官员、被贬官员之间联系紧密，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亲密关系： 
第一，亲属关系。俗话说“血浓于水”，血缘是维系身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亳州历任官员中有直

接的血缘亲属，如同被贬至亳州知州任上的邓洵仁和邓洵武就是亲兄弟，弟弟邓洵武曾任尚书右丞，后

贬为亳州知州，哥哥在其弟之后同样任尚书右丞，也被贬为亳州知州。宋庠、宋祁兄弟也同样担任过亳

州知州。也有因婚嫁而成亲属的，比如晏殊与富弼是翁婿关系，晏殊与富弼也前后被贬至亳州知州任上。 
第二，同门关系。同门关系可以是拜在同一师门下的师兄弟，也可以是同舍为生的情谊。同门之间

因为所学相同，也有类似的政治抱负，因此在步入仕途后会形成紧密的关系或者政治集团。如曾任亳州

司户参军的陈师道就与被贬至亳州通判的晁补之就师出同门，同为“苏门四学士”；曾任亳州知州的王

拱辰与被贬为亳州知州的欧阳修就是广文馆的同学，二人同年应试，王拱辰状元及第，欧阳修二甲进士

及第。 
第三，同党关系。党争团体内部有着最为紧密的政治利益关联，因此，同党之人先后历任同一官职

很难不引人遐想。如钱惟演见丁谓权盛，就阿附丁谓，并且与丁谓结为姻亲，两人随即结为同党，丁谓

排挤寇准，钱惟演在其中亦有出力，在排列历任枢密时，钱惟演单单不列寇准，称寇准为"逆准"，削去

不予记录[2]。 
第四，友人关系。正所谓“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念故人，千里至此共明月。”友情是文人

之间极其重视的浪漫情谊。因此，当互为好友的两人或多人曾同历一任官职，那么不得不令人猜想其中

是否有情愫相连。如同样历任亳州知州的钱惟演和欧阳修就是友人关系，钱惟演在洛阳任使相的时候，

十分厚遇文士，欧阳修在洛阳供职时就受钱惟演的礼遇，后来钱惟演贬谪随州，欧阳修等人送行，欧阳

修对钱惟演的知遇之情毕生没有忘记，在《归田录》里记下了钱惟演在洛阳对他说的话：“钱思公生长

富贵，而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3]。后来欧阳修总结出读书时间的

“三上”(马上、厕上、枕上)，多半也是受钱惟演的启发。 
另外，如晏殊布衣时，受张知白的提携才有机会特恩赐同进士出身；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等，这

些特殊的亲密关系让亳州地区的贬官加入了更多人情世故的遐想。 

3. 亳州地区贬官的政治身份及被贬原因 

3.1. 贬官的出身与政治身份 

3.1.1. 亳州地区贬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才能 
要研究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仅仅了解他们被贬后的经历是远远不够的，这会造成研究的片面、单

一。回溯贬官们过去的出身背景将会有益于分析他们在仕宦生涯整体上的把握。从亳州地区贬官的入仕

背景入手，了解他们的文化素养及政治才能，并根据亳州贬官入仕途径的基本状况来具体考察亳州贬官

大致的个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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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宋代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是以考察官员的文化素养为最直接的标准。经过对宋代亳州地区

贬官资料的整理统计可发现，在被贬到亳州的 47 任官员中，有 36 任官员是通过科举步入官场，占总数

的 76.7%。可以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宋代的科举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举，一类是制举。 
常举是定期举行的考试。经过统计，在 36 任因科举入仕的官员中，有 9 人为进士及第，这其中更有

李迪、冯京两位状元。李迪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中进士甲科，状元及第。真宗巡幸亳州时，素闻

亳州盗贼横行，其时李迪在亳州任上，明察暗访，探知盗贼的据点，派勇士将盗贼捉拿，并斩首示众[2]。
冯京是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 年)己丑科状元，为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出知成都府期间更是带

兵镇压了茂州夷叛[2]。可见他们文武双全，才能是毋庸置疑的。 
制举则由皇帝亲自主持，为的是选拔“非常之人”。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中富弼就是参加制举，以

举茂材异等授官的。富弼的宦海生涯中，两度出使辽国、缔结盟约，于宰辅位上态度强硬，破灭了李元

昊“称男不称臣”的奢望，王安石当政时，更是力反变法，即使因此被贬至亳州，也反对新法，以致“亳

州狱起不止，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进”，直到临终前“手封遗奏，使其子绍庭上之……帝览奏震悼”，

范仲淹称富弼“王佐才也”，韩琦称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2]。这说明以科举入仕的亳州地区贬

官们，不仅文化素养得到了认可，而且时人认为德行或政治才能等也是值得称道的。 
门荫入仕同样是官员们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官吏子弟而言，门荫入仕较科举选拔更为容易。

在被贬亳州地区的 47 任官员中，入仕经门荫一途的有 9 人，占可查入仕背景官员的 19%，所占比例不大。

虽然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以荫入仕的官吏子弟文化素质及政治能力可能欠佳，但令人惊奇的是，大多

数庇荫为官且有被贬亳州地区经历的官员都有十分惹人注目的政治能力，比如为人所熟知的有夏竦、陈

执中等，夏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通。善为文章，尤长偶俪之语，朝廷大典策，

屡以属之”[2]，陈执中“在中书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问遗不及门”[2]，既有执掌宰辅的政治能力，

又有流芳百世的文章。 
除了以上两种常见的入仕情况外，还有被贬至亳州地区的个别官员是通过皇帝亲自征召这种方式入

仕的。比如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真宗于是“召殊与进士千余

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2]。当时宰相寇准以晏殊是江外人为理

由认为恩赐不妥，但真宗并未在意，且对晏殊“数称善”。宋真宗的举动表明可知晏殊才华的确不同寻

常。以这种破格的形式入仕的官员才华与能力应是出类拔萃的。 
因此，在亳州地区的贬官中，由科举入仕的 36 任，占了宋代亳州地区贬官总数的四分之三。这其中

有四分之一都是进士及第的高才，显得尤为引人注目。除了科举及第外，亳州地区贬官中门荫虽然占的

比例不大，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些亳州地区的贬官们大都颇具才干，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综合以上

的数据统计，充分说明了宋代亳州地区贬官中有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及政治才能是相当高超的。可以肯定

的是，他们在被贬亳州地区前的文化与政治素养，将会对宋代对亳州地区的经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1.2. 亳州地区贬官被贬前的官职 
被贬到亳州地区来的官员以京官为主，也有部分是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员。 
被称作内官的京官，顾名思义是他们能更密切地接触政治核心，成为皇帝治理国家的左膀右臂。通

过具体的资料统计可知，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京官占了绝大部分，而他们被贬前的政治地位一般都比

较高。在笔者统计的 47 任亳州地区贬官中，除了 1 任被贬前官职不详外，另外 46 任，只有 12 位贬官来

自地方，而其余 35 任皆为京官。可见，京官在宋代亳州贬官中所占比例之大，是亳州地区贬官群体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这 35 任京官中，宰执群体有 12 人，如参知政事晏殊、欧阳修、冯京，同平章事杨崇

勋、富弼等，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枢密使、同知枢密院 7 人，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是第二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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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两者合计 19 人，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贬至亳州地区的京官具有相当的份量。 
被贬亳州地区的地方官在人数上远少于京官，仅有 12 人。其中半数(6 人)都是地方上的知府、知州，

剩下的还有南京留守 1 人、宁远军节度使 1 人、两浙转运使 1 人、京东转运使 1 人、江西提刑 1 人、东

太一宫使 1 人，大都为一镇要员或者荣誉等身之名臣。 
通过对官员被贬前官职的梳理可以发现，亳州地区贬官中的大部分被贬之前所担任的官职都具有较

高政治地位。在亳州地区的贬官群体中，相当一部分的官员担任过显要职务，他们所担任的官职表明了

他们具备的政治才能和原先的政治地位。从各官职所占的比例上来看，京官占总数的 75%，宰执和枢密

使群体又占京官总数的一半以上。可以说，被贬亳州地区的贬官群体中有许多官员有过担任中央及地方

重要官职的经验，这些经验必然会对他们在亳州地区的仕宦生涯产生一定的影响。 

3.2. 亳州地区贬官的被贬原因 

在被贬的 47 任官员中，受到党争牵连的有 14 任、政治失宠的有 17 任、失职渎职的有 11 任、违法

犯罪的有 2 任，另有 3 人被贬原因不详。 
无论官员过去的出身及政治地位如何，他们被贬到亳州地区必定有其原因，而且被贬的原因是各式

各样的。笔者认为宋代被贬亳州地区官员的被贬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3.2.1. 失职渎职 
失职和渎职指的都是指官员未尽到自己的职守。 
失职具体指的是官员在进行自己的本职工作时，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亳

州地区有 5 任官员因失职而遭遇贬官。乐黄目坐“风疾题品乖当”[2]；宋敏求在群牧度支判官任上坠马

伤足[4]；俞希旦和刘攽都是“为政废弛”[2] [5]；李莘则是“衝替罪犯為太重事”[5]。这 5 任官员除了

遭遇贬官，并没有受到其他责罚，属于为政能力问题。 
渎职指的是官员滥用职权，有玩忽职守、询私舞弊等不法行为，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亳州地区有

6 任官员因失职而遭遇贬官。杨崇勋参与了周怀政冤案[2]；许怀德冒占从妹之田[2]；蔡确位居宰相，窃

弄威福，故纵其弟，养成奸赃[5]；刘逵擅政专权[6]；王襄坐荐引近侍罢职[7]。渎职是主观上的恶意操弄

政治权柄，因此不仅会被贬黜，还会有追加责罚。比如杨崇勋一贬再贬直至不再起用，王襄最后落得除

名编管的下场。 

3.2.2. 党争牵连 
“朋党”是一些人为个人的目的而互相勾结，进而成为排除异己的结党宗派。中国历代帝王都十分

警惕士大夫结党而形成政治利益集团。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不少是被发现结党营私而被皇帝贬，其中

有的官员甚至只因“交游”不当就被贬出京。比如宋敏求第二次被贬亳州，是“坐赴同舍苏舜钦奏邸饮

会”[4]。可见皇帝对官员间的交游结党十分忌讳。 
在政治上相互攻击，除了直接被皇帝贬斥外，由交游结党而产生的朋党集团间的斗争倾轧，是导致

官员被贬亳州地区的常见原因。比如张知白就因为卷入丁谓与王钦若之间的斗争被贬。王钦若任南京留

守，宰相丁谓向来憎恶王钦若，调张知白做南京留守，希望他能攻讦王钦若。但张知白到任以后，对王

钦若十分优厚。丁谓恼怒，于是贬张知白任职亳州[2]。 
被诬陷是官员被贬到亳州地区较为常见的一种原因，这通常也是政治倾轧的产物。那些被诬陷的官

员有的是被上级、同僚诬陷，有的是被酷吏加害。如朱光庭“坐封还刘挚免相制”[2]、邓洵武“缘吴储、

吴侔等连坐稍重之故”[2]等，都是在被动或者被诬陷的情况下被贬。 
官员仕途是否顺畅与他本人的人际关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有许多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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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他人不睦而被倾轧。比如因与王安石不睦而被贬亳州的就有富弼、杨绘、冯京、王益柔四人。也

有一些人因亲属参与党争而遭受余波的清算，如宋祁就是“坐其子从张彦方游”[5]而被贬。 
政治斗争中的结党倾轧屡见不鲜，统治者对官员们的交游、结党问题十分谨慎，稍有异象，就要加

以惩戒，以防止结党营私的情况出现。朋党集团之间争斗不休，官员间的相互倾轧不断，最终导致失败

的一方被贬亳州地区。 

3.2.3. 政治失宠 
在古代中国，皇帝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治理国家时难免会带有个人情绪，人治的色彩通常会大于

法治。在亳州地区的贬官中，个别官员由于遭到了统治者的厌弃，在政治上失宠被贬。如黄履因为“面

刺哲宗”[5]而被贬；许翰在朝中的谏言“上不能用，论益不合”[6]故被贬；石豫则是“以言犯徽宗”[2]
被贬。此外，也有的官员因为宦官和宫廷局势变化而被贬的。如翁彦深因为“忤宦官”[8]被贬；元绛受

皇子耆宁事牵连被贬[4]；晏殊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2]被贬。 

3.2.4. 违法犯罪 
出于这个原因而被贬的官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坐法。二是坐事。因这两种情况被贬亳州的

官员只有两任，分别是吴居厚“坐法”[9]，黄潜善“坐事”[2]。具体缘由则没有说明。 

4. 亳州地区贬官的政治命运 

被贬亳州后，他们今后的仕宦生涯轨迹如何呢？主要分为转迁在外、从此远离政治中心，起用回京、

重回京官位置两种。在被贬的 47 任官员中，起用回京的有 26 任、转迁在外的有 12 任，另有 3 任终于任

上、6 任未记载之后仕途情况。官员被贬亳州地区后，在亳州地区展开了他们的政事活动，与此同时他

们也将迎来政治命运的新一轮转折。有的官员会一直作为外官流转在外，有的会重新返回中央。当然也

有部分官员由于特殊原因，在亳州地区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4.1. 迁转在外 

官员的迁转指的是其升级或换防、调动任所，或者说是迁流转移，根据官员在亳州地区的政绩，大

部分贬官在任期结束后会面临迁转，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迁往和亳州地区同级其他地区任同类官职。如李垂在知亳州后，又历颍、晋、绛三州；杨崇

勋知寿州，徙亳州，复知陈州[2]。 
第二，迁往其他更低的职位上。如俞希旦由两浙转运使贬至亳州，又被罢“亳州之命”[5]；刘攽由

京东转运使贬至亳州，又被贬“监衡州盐仓”[2]。 

4.2. 起用回京 

亳州地区贬官除了通过迁转和恩赦调任外，还有大量贬官通过直接征召入朝的方式摆脱贬官身份。

贬官被征召入朝一般出现在以下这些特定情况下。 
第一，政局变动。政局变动意味着原先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格局将会出现调整或重建。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官员被降，有的升迁。在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中，有一部分官员是通过政局变动这个契机而被征召

入朝，进而摆脱贬官身份。如晏殊因谏阻章献明肃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被贬亳州，在太后崩后，晏

殊得“迁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2]。 
第二，沉冤昭雪。在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不少人是被诬陷的。权臣、宠臣一手遮天，专擅弄权，

使他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幸运的是，一些官员被贬后得到了沉冤昭雪，得以返回中央。如夏竦被“谏官、

御史交章论”，从而被贬亳州，并且“竦之及国门也，帝封弹疏示之”，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给。等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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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既至亳州，上书万言自辨。”得以沉冤昭雪，于是“复拜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

明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为宰相”[2]。 

4.3. 其他情况 

大多数官员被贬后都不会轻易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凡事总有例外，有一部分亳州地区的贬官

出于种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亳州地区为自己的仕途划上了休止符。这些官员一般年龄较大，可大

致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主动致仕。有的贬官因为与当政者政见不合、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主动选择离职退休。比如

富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知不能和王安石相争，于是多次上奏主动请求致仕，于是出为亳州知州。

富弼在亳州任上依旧反对王安石青苗法，被王安石同党攻讦，于是富弼上奏“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

治郡。愿归洛养疾”[2]，得以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 
第二，卒于任上。卒于任上这一情况在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中属于特殊政治命运中比较多见的，这

些官员多是年龄偏大，本身患有隐疾，再加上被贬之后仕宦受挫产生阴郁情绪，身体本就较差，若再加

上突发噩耗的打击，就很容易直接去世。比如乐黄目在五十六岁高龄因为“风疾题品乖当”被贬亳州，

本就政治失意，再加上幼子死亡，“闻讣恸绝，所疾加甚”，当年就死于任上[2]。又如陆佃被“朝堂谗

者”诬陷为元祐党人，徽宗“每欲参用元佑人才，遂低佃名在党籍”，政治上的失意使陆佃六十岁时终

于亳州任上。再如傅楫在朝中为近臣时察觉“时事浸异……祸其始此……”，“遂上疏丐去”，最终以

六十一岁高龄卒于亳州任上[2]。 

5. 余论 政治庇护与政治避难：对亳州地区贬官政治因素的思考 

亳州地区的贬官大部分都是政治原因贬官，而这些牵涉到党争、政治失宠和政治牵连的人，如果属

于当时政局所限制，那么在原因终结后，会再次启用，属于政治避难；如果被贬受到亲近人士的照顾，

属于政治庇佑。反之，坐法论罪者、被皇帝视为庸才者，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 
从被贬的 47 任官员的所处朝代来看，太祖朝 1 任、真宗朝 1 任、仁宗朝 13 任、神宗朝 8 任、哲宗

朝 7 任、徽宗朝 13 任、钦宗朝 2 任、高宗朝 2 任。可见亳州被贬官员集中于仁宗朝到徽宗朝之间。一方

面，由于北宋前期亳州地区兵燹未止，所用之人多为骁勇善战的武官或心腹出判宰执，还未有过多政治

斗争的因素参与，而到了两宋之交，亳州成为宋金交战之要冲，后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有，故与宋朝

政治无所瓜葛；另一方面，由于被贬亳州官员多受政治斗争所牵连，也反映出仁宗朝到徽宗朝之间的政

治斗争激烈。 
总之，以亳州为代表的一批分布于宋王朝核心政治圈附近的贬黜地并非常规的贬黜地，而是更多“收

容”了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失利的京官。这些官员被贬于此，并非抱有消极观念，而是把被贬亳州当成是

政治斗争的“避难所”，根据朝中政局的变化，他们随时都有起复回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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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宋代亳州地区贬官基本情况一览表 

人物 被贬朝代 入仕途径 被贬官职 被贬原因 被贬类型 

张知白 真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受丁谓、王钦若斗争牵连 党争牵连 

钱惟演 仁宗朝 恩荫入仕 亳州知州 章献太后姻亲 政治失宠 

乐黄目 仁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风疾题品乖当 失职渎职 

李垂 仁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为宰相丁谓所恶 政治失宠 

晏殊 仁宗朝 特恩赐同进士出身 亳州知州 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 政治失宠 

李迪 仁宗朝 状元及第 亳州知州 范讽得罪，迪坐姻党 党争牵连 

杨崇勋 仁宗朝 恩荫补官 亳州知州 周怀政冤案 失职渎职 

夏竦 仁宗朝 恩荫补官 亳州知州 言官所论，自请还节 政治失宠 

许怀德 仁宗朝 恩荫补官 亳州知州 冒占从妹之田 失职渎职 

郭承祐 仁宗朝 恩荫补官 亳州知州 为谏官所参 政治失宠 

宋祁 仁宗朝 进士出身 亳州知州 坐其子从张彦方游 党争牵连 

陈执中 仁宗朝 恩荫补官 亳州知州 为谏官所参 政治失宠 

宋敏求 仁宗朝 恩荫补官，赐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坠马伤足 失职渎职 

欧阳修 神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为谏官所参 政治失宠 

富弼 神宗朝 制科，举茂才异等 亳州知州 为王安石所恶 政治失宠 

杨绘 神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为王安石所恶 政治失宠 

冯京 神宗朝 状元及第 亳州知州 为王安石所恶 政治失宠 

俞希旦 神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为政废弛 失职渎职 

元绛 神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受耆宁事牵连 党争牵连 

刘攽 神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为政废弛 失职渎职 

王益柔 神宗朝 恩荫补官 亳州知州 为王安石所怒 政治失宠 

吕希纯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为章淳所恶 政治失宠 

蔡确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位居宰相，窃弄威福，故纵其弟，养成奸赃 失职渎职 

朱光庭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坐封还刘挚免相制 党争牵连 

林希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卷入章淳、曾布斗争 党争牵连 

李莘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衝替罪犯為太重事 失职渎职 

黄履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面刺哲宗 政治失宠 

傅楫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见时事浸异，自请去官 政治失宠 

陆佃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元祐余党 党争牵连 

张商英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元祐党人 党争牵连 

刘逵 徽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擅政专权 失职渎职 

吴居厚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坐法 违法犯罪 

邓洵武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缘吴储、吴侔等连坐稍重之故 党争牵连 

王襄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坐荐引近侍罢职 失职渎职 

邓洵仁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未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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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侯蒙 徽宗朝 进士及第 亳州知州 在相位与蔡京斗争 党争牵连 

文维申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未说明理由  

黄潜善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坐事 违法犯罪 

冯熙载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黼使言者劾为党 党争牵连 

许翰 钦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上不能用，论益不合，以病去 政治失宠 

翁彦深 钦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忤宦官 政治失宠 

完宏 高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未说明理由  

安成之 高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知州 为高俅所僭 党争牵连 

晁补之 哲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通判 坐朝廷治党 党争牵连 

石豫 徽宗朝 登第入仕 亳州通判 以言犯徽宗，且坐邹浩事 政治失宠 

何隐 太祖朝 武官 亳州别驾 擅开省仓给军士 失职渎职 

宋敏求 仁宗朝 恩荫补官，赐进士及第 集庆军节度判官 坐赴同舍苏舜钦奏邸饮会 党争牵连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698

	宋代亳州地区贬官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Demotion of Officials in Bozhou Area in Song Dynas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天时地利人和：亳州地区作为特殊贬官地的三维考察
	2.1. 天时：隋唐以降中央对亳州地区官员派遣的梳理
	2.2. 地利：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符合作为贬黜地的合理条件
	2.3. 人和：宋代亳州地区历任官员之间关系紧密

	3. 亳州地区贬官的政治身份及被贬原因
	3.1. 贬官的出身与政治身份
	3.1.1. 亳州地区贬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才能
	3.1.2. 亳州地区贬官被贬前的官职

	3.2. 亳州地区贬官的被贬原因
	3.2.1. 失职渎职
	3.2.2. 党争牵连
	3.2.3. 政治失宠
	3.2.4. 违法犯罪


	4. 亳州地区贬官的政治命运
	4.1. 迁转在外
	4.2. 起用回京
	4.3. 其他情况

	5. 余论 政治庇护与政治避难：对亳州地区贬官政治因素的思考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附  录：宋代亳州地区贬官基本情况一览表

